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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有助于成员国的
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提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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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是全球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中的重要内生变量。 基于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和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据库，文章检验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对各国各行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 研究

发现：第一，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呈现“倒 Ｕ 型”关系，只有适度标准的原产地

规则才有助于提高国家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第二，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

进以及合规成本是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生产网络的背后机理；第三，相较于完全获得、区域含量、章
改变以及子目改变等细分条款，累积规则、品目改变以及特定工序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具有更加显

著的正向影响；第四，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对农业、矿产品、食品饮料、木制品、运输设备等行业的影响呈

现出与基准回归一致的“倒 Ｕ 型”关系。 研究的政策涵义是，中国在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签订和升级过程

中可以适当引入累积规则、品目改变、特定工序、行业特殊规定等内容。 通过制定适度标准，充分发挥原

产地规则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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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美国拜登政府签署了总价值达 ７５００ 亿美元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以下简称

《法案》），《法案》将拨款 ３６９０ 亿美元支持美国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 《法案》一方面会对电池、多
晶硅、硅片等产品提供税收抵免或补贴，另一方面也对优惠安排提出了产业链本土化的门槛要求。 例

如，《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将向购买新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 ７５００ 美元的税收抵免，向购买二手电动车的

消费者提供 ４０００ 美元的税收抵免。 但是，享有该优惠待遇的前提是车辆的最终组装必须在美国或与美

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的国家。 此外，《法案》还要求电动车电池原材料的 ４０％ 来自北美，这一比

例到 ２０２７ 年将提升到 ８０％，不满足上述要求的企业只能获得一半的税收抵免。 在国际竞争背景下，
《法案》甚至规定自 ２０２４ 年起如果电池成分中含有任何产自中国等“特别关注国”的组件将会被取消补

贴。 这一原产地规则是典型的“损人利己”单边立法，虽然有助于美国电动车行业的发展，但将严重损

害中国宁德时代等新能源电池供应商的企业绩效，进而影响全球新能源行业的生产格局。
近年来，伴随着投入产出方法和网络方法在经济学科的应用，生产网络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

题。 生产网络为理解政策冲击传导、宏观波动、产业结构变迁、失业、创新增长以及金融传染等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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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全新视角（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１２；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１６；Ｂａｑａｅｅ，２０１８；Ｂａｑａｅｅ 和 Ｆａｒｈｉ，２０１９；Ｄ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和 Ｈａｌｅ，２０２２；孙浦阳和刘伊黎，２０２０；程大中和汪宁，２０２３；刘维林等，２０２３）。 然而，上述文献大多是从

理论方面探究生产网络的经济影响或内生机理。 除理论研究外，少数文献在计量检验生产网络对经济

冲击事件的传导效应时，将生产网络视为给定的静态网络（Ｄ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和 Ｈａｌｅ，２０２２；刘维林等，２０２３）。
实际上，生产网络是时变的。 但是，计量检验生产网络（特别是全球生产网络）内生演化的文献并不多

见。 考虑到国际经贸规则可以为跨国生产活动提供制度保障，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对成员国生产活动的关

税保护已经从最终品拓展到中间品，因此原产地规则对生产的影响会具有“级联效应”。 基于此，本文

计量检验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深陷困境，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ＷＴＯ 上诉机构甚至出现“停摆”现象。 在多

边规则“乏力”的背景下，各国大都选择签署 ＦＴＡ 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刘斌等，２０１８）。 据 ＷＴＯ 官网统

计，全球累积通报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５ 个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５８２ 个，年均生效 ２０ 个。
与此同时，关于 ＦＴＡ 经济效应的研究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较早的文献将 ＦＴＡ 视为同质的，并指出

ＦＴＡ 具有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促进效应（Ｖｉｎｅｒ，１９５０）。 近年来部分学者关注到 ＦＴＡ 的异质性，即不同

ＦＴＡ 包含不同范围和标准的条款内容，如 Ｈｏｒｎ 等（２０１０）根据条款“新旧”程度将规则分为“ＷＴＯ ＋”和
“ＷＴＯ －Ｘ”两类。 接着，在异质性 ＦＴＡ 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了 ＦＴＡ 具体条款的经济影响。 如韩

剑等（２０１８）和吕越等（２０１８）研究了 ＦＴＡ 知识产权条款和原产地规则的贸易影响。 但是，国内关于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现有文献并没有交代清楚其对跨国生产活动影响的理论逻辑，本文尝试对该支文献进行

补充。
在互联网通信技术较为发达和交通运输体系相对完备的今天，各国间的“冰山运输成本”往往很

低，是什么阻止了产品通过最低关税入口国家转运后进入 ＦＴＡ 呢？ 答案便是原产地规则。 ＦＴＡ 使用原

产地规则区分来自成员国和第三国的货物，规定产品原产地只有是缔约国时才有资格享有零关税，同时

规定了产地来源必须满足的条件（ＪＵ 和 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５）。 因此，ＦＴＡ 可以借助原产地规则对区域产业链

和供应链进行深度整合，通过对成员间的自由贸易施加限制条件来防止第三国的“搭便车”现象。
就中国目前签订的 ＦＴＡ 而言，中国在原产地规则制定过程中存在着标准较低、企业利用率不足、未

能延伸到产业发展等问题。 制定合理的原产地规则对加深区域合作和提升分工网络地位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中国如何选择最优的限制程度，形成合理适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提升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

位？ 该问题成为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可能存在如下的创新之处：一是指标量化的

创新。 现有文献对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测度大都集中在协定层面，本文使用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协
定—产品（ＨＳ 六位编码）”层面的原产地规则数据，并使用缔约方所占的出口份额将其聚合到“国家—
行业—年份”层面，计算了“国家—行业—时间”维度的原产地规则指标，为后续“国家—行业”维度原产

地规则的指标计算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 二是研究视角的创新。 本文是国内较早关注 ＦＴＡ 原产地规

则对全球生产网络影响的文献，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存在“倒 Ｕ
型”关系，并探究得出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进以及合规成本四条可能的影响机制。

二、 特征事实

１． ＦＴＡ 网络与原产地规则的演化

原产地规则几乎是 ＦＴＡ 的必备条款，由于不同 ＦＴＡ 的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千差万别，交叉重叠

的 ＦＴＡ 构成了“轮轴—辐条”的 ＦＴＡ 网络结构和“意大利面碗”的规则体系（邓慧慧和桑百川，２０１２）。
为将 ＦＴＡ 网络这一“意大利面碗”具象化，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 ＰＴＡ 数据库，分别刻画出 １９９０ 年（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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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２０２２ 年（图 ２）的 ＦＴＡ 网络状况。 考虑到当门槛为 １ 时，２０２２ 年的 ＦＴＡ 网络图将过于密集，不容易看

出结构信息，因此本文将门槛值更换为 ２。 由图 １ 和图 ２ 可知：第一，各国间签订协定形成链接的状况不

断发生，全球形成了一张更加紧密的 ＦＴＡ 网络。 第二，ＦＴＡ 网络存在“轮轴—辐条”结构，欧盟、东盟、智
利、秘鲁、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经济体是 ＦＴＡ 网络的轴心地带。 出于政治因素考虑，美国只对盟友签

订 ＦＴＡ，中国很难与发达国家达成协定，两国很少与其他国家达成 ２ 份及以上的原产地规则，因此位处

图 ２ 的边缘位置。 第三，全球 ＦＴＡ 网络显现出区域化特征。 ＦＴＡ 网络有两个主要区域模块，一个是欧

盟及其附属群岛（或领地）组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网络模块，另一个是东盟、智利等南美地区、澳大利

亚等太平洋国家组成的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网络模块。 此外，非洲、加勒比海、中东国家间达成的 ＦＴＡ
区域网络也是重要的 ＦＴＡ 网络模块。

图 １　 １９９０ 年的全球 ＦＴＡ 网络图

注：网状图的节点代表“国家”，链接代表“两国间达成了含有原产地规则的 ＦＴＡ”，门槛值为 １，每条链接的粗细与各国间的 ＦＴＡ 数量成

正比。 网状图经笔者使用 ＮｏｄｅＸＬ 绘制。 下同。

图 ２　 ２０２２ 年的全球 ＦＴＡ 网络“骨干”图
注：与图 １ 不同的是门槛值为 ２。 为观察网络结构信息，本图忽视了国家间只有 １ 个协定的网络链接。 这意味着两个国家间只有达成 ２
份及以上的 ＦＴＡ，“骨干”图才会呈现出链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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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和标准随时间不断演化。 早在 １９３０ 年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便有原产

地规则的设定，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签署了《原产地规则协议》以甄别产品进口

来源地，便于海关统计。 随着 ＦＴＡ 的兴起，原产地规则与优惠贸易待遇捆绑起来，成为进口方针对不同

国家实施差别待遇的必备要件。 此外，原产地规则还进一步被引入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如通过识别服

务提供者的国籍来判定其是否可以享受市场准入优惠和国民待遇。 图 ３ 展示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２ 年间全球签订的

ＦＴＡ 数量及其对不同标准的原产地规则的覆盖情况，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数量和标准在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后显著增加。 区域价值含量和累积规则是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传统和必备规则，税则归类改变和特

定加工工序等其他标准在 ＷＴＯ 成立前并没有被广泛纳入到原产地规则内，但是近年来 ＦＴＡ 对上述标

准的吸纳率明显提升。 相较于特定加工工序等其他标准，ＦＴＡ 对税则归类改变的吸纳率更高。

图 ３　 １９６０ ～ ２０２２ 年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及其不同标准的演化历程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官网。

　 　 进一步地，本文比较了 ＵＳＭＣＡ、ＣＰＴＰＰ 以及 ＲＣＥＰ 三个巨型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异质性。 一方面，
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规则的严格和复杂程度要高于 ＣＰＴＰＰ，更高于 ＲＣＥＰ。 其一，ＵＳＭＣＡ 原产地证明的签发

是“企业自主认证”，便捷于 ＣＰＴＰＰ 的“授权机构签发”；其二，ＣＰＴＰＰ 对文件保存的时间要求是 ５ 年，高
于 ＲＣＥＰ 的 ３ 年；其三，从原产货物的判定标准看，ＵＳＭＣＡ 和 ＣＰＴＰＰ 对原产货物的判定以税则归类标准

改变为主，而 ＲＣＥＰ 更多地纳入了税则归类改变或区域价值成分的选择性标准；其四，ＵＳＭＣＡ 和 ＣＰＴＰＰ
对区域价值成分含量的要求要高于 ＲＣＥＰ，并对汽车和纺织两个行业做出了特殊规定，ＵＳＭＣＡ 甚至还对

汽车行业的劳工价值含量提出要求。 另一方面，ＣＰ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具有自身的特色。 ＣＰＴＰＰ 的特点在于

其区域价值含量的计算和要求更加灵活多变，不仅有价格法、扣减法、增值法以及净成本法四种计算方

法，还针对不同产品设有 ３０％ ～ ６５％不等的 ８ 种含量要求（其中电度表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为最高的

６５％）；而 ＲＣＥＰ 的一个关键性突破是为整个区域制定了共同的原产地规则，可以有效整合错综复杂的

原产地规则并降低合规成本。
　 　 ２．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相关性分析

　 　 为探究不同国家和行业的原产地规则标准与其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关系，本文使用散点图刻

画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相关关系（图 ４）。 研究发现，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

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存在“倒 Ｕ 型”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标准的提升会有

助于提升各国各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 不过，随着限制程度进一步升高，各国各行业的全球

生产网络中心地位反而有所下降。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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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巨型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比较

原产地规则 ＵＳＭＣＡ ＣＰＴＰＰ ＲＣＥＰ

原产货物

的判定

主要的判断标准

以子目和品目产品的税则归

类标准改变为主，部分是税

则归类改变或区域价值含量

选择性标准

以子目和品目产品的税则归

类标准改变为主，部分是税

则归类改变或区域价值含量

选择性标准

以子目和品目产品的税则归

类改变，以税则归类改变或

区域价值成分的选择性标准

两种情况为主

区域价值成分的计

算方法

有成交价格法和净成本法两

种

有价格法、扣减法、增值法以

及净成本法四种
有扣减法和累加法两种

区域价值成分的含

量要求

成交价格法 ＞６０％，净成本

法 ＞５０％
＞３０％ ～ ６５％ ＞４０％

特殊行业规定 汽车和纺织 汽车和纺织 －

一般性规则

（制度性和

程序性）

原产地证明的签发 企业自主认证 授权机构签发 授权机构签发

微量原则 １０％ １０％ １０％

文件保存要求 ５ 年 ５ 年 ３ 年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和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官网提供的协定文本。

图 ４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散点图

注：指标构建详见后文，使用 ｓｔａｔａ 的 ｂｉｎｓｃａｔｔｅｒ 命令绘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ＧＶＣ 数据库。

三、 理论机制

基于上述特征事实，本文认为 ＦＴＡ 原产地规

则标准和各国各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

存在“倒 Ｕ 型”关系，因为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对内部

和外部资源的利用存在“权衡取舍”。 具体而言，
原产地规则会通过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

入、技术引进、合规成本等机制影响 ＦＴＡ 成员不

同行业的全球生产网络地位。 当原产地规则的规

定较为宽松时，ＦＴＡ 以牺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为代价，换取域外产品的低获取成本；当规定较为

严格时， ＦＴＡ 可以提高区域内部资源利用率并减少第三国的“搭便车”现象，不过这也使得其无法充分

利用外部资源。
１．域内中间品使用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标准会直接影响国家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改变 ＦＴＡ 域内外国家的中间品流动。 原

产地规则标准的提升会通过增加域内购买提升 ＦＴＡ 成员国的全球生产网络地位。 ＦＴＡ 的签署会产生

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Ｖｉｎｅｒ，１９５０）。 其中，贸易转移效应与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息息相关，使得原产地

规则的经济影响从区域蔓延到全球。 一般而言，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会给予符合某一要求（如至少使用一定

份额的国内投入）的外国公司以优惠关税待遇。 很多企业为了获得原产地证明，会增加本地或者 ＦＴＡ
成员的投入要素购买，进而带来全球生产网络的调整（刘斌和于济民， ２０１９）。 此外，美国等少数国家达

成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还为个别行业提供贸易保护，将保护国内产业同税收抵免或政府采购结合起来，
带动产业发展和生产地位提升。 例如，美国签订的 ＦＴＡ 大多会对汽车和纺织行业进行特殊规定，这增

加了域内国家特定行业的零部件使用。 以北美自贸区（ＮＡＦＴＡ）为例，相对于成员国，原产地规则导致

ＮＡＦＴＡ 从第三国进口的中间品大幅减少（Ｃｏｎｃｏｎｉ 等，２０１８）。 而且，由于 ＮＡＦＴＡ 通过更高要求的区域

价值成分要求来保护本地汽车工业，相较于其他产品，ＮＡＦＴＡ 对北美汽车零部件贸易结构的影响更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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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这使得缔约方更加依赖域内厂商的零部件供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２００３）。
２．域内外资流入

跨国厂商在面对标准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及市场准入的相对成本差异时，会面临是开展外贸还是跨

国投资的战略选择（Ｈｅｌｐｍａｎ 等，２００４）。 更高标准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通常会更加吸引外商投资，因为

更高标准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相对增加了与非成员国外贸的贸易成本，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在 ＦＴＡ
成员内部投资设厂以获取优惠待遇。 因此，原产地规则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可以引进外资。 而且，ＦＴＡ
的其他条款内容还会通过原产地规则带动外资流入，原产地规则更多是扮演着对成员国进行身份认证

的“基石”角色。 除削减关税的开放承诺外，ＦＴＡ 还会降低服务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 投

资保留及不符措施承诺表的投资负面（或正面）清单承诺会在确认产品身份后，为成员国提供国民待遇

或优惠贸易待遇。 ＮＡＦＴＡ 成立后，墨西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纳了大量来自美国等国家的外资（王晓

德，２００１），这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了墨西哥的生产活动。
３．技术引进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可以起到技术引进的作用，可见于特定加工工序的技术获取效应和外商投资的技

术溢出效应。 一方面，部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规定集成电路或者高技术部件生产的特定工序在国内完成

便可以获得原产地证书，并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特定加工工序”规定实质上是“以
市场换技术”，通过给予外资企业政策优惠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进而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更新换代促

进价值链攀升和生产网络地位的提高（刘颖，２０２２）。 欧盟就曾将集成电路的原产地规则确定为关键工

序，促进美国和日本在欧盟集成电路行业的投资，进而引进半导体技术（张祥，２０００）。 另一方面，本文

第二条机制表明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增加了成员国的外资流入，外商投资对各产业的技术外溢和技术转移

有助于提升成员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跃升。 外国直接投资通过示范、竞争、培
训和联系等渠道对东道国产生溢出（罗长远和曾繁华，２００８），并通过行业内效应和行业间效应带动各

成员国的技术引进和生产地位提升。
４．合规成本

尽管 ＦＴＡ 具有明显的“自由贸易”特征，然而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却带有较强的“关税保护”特征。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会带来一定的合规成本，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外部资源配置，这不利于各国各行业在全球生产

网络的地位提升。 具体而言：首先，原产地规则可能会带来外贸厂商生产活动的跨国调整成本。 ＦＴＡ 生

效后，为了获取域内关税优惠待遇，各国各行业往往面临着跨国供应链的调整，由域外供应商替换为域

内供应商，以达到原产地含量要求并获取产品出口优惠。 短期而言，这些贸易商可能要承担信息成本、
菜单成本等供应链跨国调整的成本。 其次，原产地规则运用过程中会面临原产地证书的获取成本。 现

有原产地规则中原产地证明的获取大都为“授权机构签发”，“企业自主认证”的情况较为少见。 同时，
部分规则还对相关文件提出了 ３ 年或 ５ 年的保存要求。 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进口执行成本和管理成

本。 而且，由于不同 ＦＴＡ 对原产货物的判定标准不同，这引致了“意大利面碗效应”（邓慧慧和桑百川，
２０１２），同时增加了外贸公司员工获取原产地证书的学习成本。 因此，很多国家的 ＦＴＡ 利用率并不高。
原产地规则标准是影响企业遵守原产地规则与否的决策变量（ＪＵ 和 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５），Ａｎ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发
现墨西哥公司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平均利用率约为 ６４％，并不是所有墨西哥企业都选择满足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要求的原产地规则。
综上可知，原产地规则可以通过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以及技术引进促进 ＦＴＡ 成员全球

生产网络的地位提升，而合规成本则会抵消这一影响。 当原产地规则标准低于特定门槛值时，域内中间

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以及技术引进的边际影响要大于合规成本，反之则反。 整体而言，ＦＴＡ 原产地规

则标准与全球生产网络地位呈现出“倒 Ｕ 型”关系。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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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量检验

１．样本数据和指标构建

本文样本覆盖的时间范围为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年，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和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全

球价值链（ＧＶＣ）数据库。 选择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据库的原因在于其涵盖国家更多（有 １９０ 个国家或地

区），比 ＷＩＯＤ、ＯＥＣＤ、ＡＤＢ 等数据库的国家信息更全。 在删除瑞士等行业分类太粗和不易匹配的

国家或地区后，本文样本最终保留了 １７６ 个经济体。
（１）核心指标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ＲＯＯｉｊｔ）。 本文选择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作为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度量指

标，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指标有两重经济意义：一是该国与其他国家达成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二是该国

通过原产地规则对不同行业的产品限定原产地成分含量，不同 ＦＴＡ 的原产地规则标准不同。 “国家—
行业”维度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度量“国家—行业”维度的原产地规

则时，本文遇到两个难点问题：一是如何从协定维度转到国家维度？ 另一个是考虑到协定签订后一直有

效，如何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协定加总？ 目前学界对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度量的常用做法是参照 Ｅｓｔｅｖａｄｅｏｒｄａｌ
（２０００）基于 ＨＳ 六位编码产品提出的有关“原产地规则限制性指数”的“七分法”，即通过将 ＦＴＡ 原产地

规则文本（主要是 ＮＡＦＴＡ）中原产货物判定的实质性改变标准要求的高低差异划分为 １ 到 ７ 不同级别，
并在此基础上改进方法进行指标度量。 此后，部分学者先后引入完全获得标准、累积规则等一般性条款

以及行业特征差异对赋值体系加以完善。 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统计了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０ 个现有 ＰＴＡ
的原产地规则状况，该数据库遵循问卷式方法设计了大约 ５０ 个带有二元或多元答案的问题，以对特定

产品的原产地规则进行分类。 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产品层面的原产地

规则数据，参照成新轩和郭志尧（２０１９）的赋值方案，同时结合杨凯和韩剑（２０２１）的改进方案，建立表 ２
的赋值体系。 本文利用算术平均法将 ＨＳ ２０１２ 的六位编码产品聚合到行业层面，构建起“协定—行业”
层面的原产地规则指标。 从 ＨＳ 海关编码到 Ｅｏｒａ 数据库的行业匹配关系可见表 ３。 为解决“国家—行

业”维度的原产地规则度量的两个难点问题，本文尝试使用样本初始年份 １９９０ 年各国中间品出口到其

他 １７５ 个样本国家的份额（Ｓｈａｒｅ）度量每个“协定”生效后对特定缔约方“国家”的影响程度，①即用每年

新达成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新缔约方国家所占该国的中间品出口份额刻画“国家—行业”层
面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增量，再将历史时期所有达成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加总起来得到特

定年份的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指标。 考虑到国家间可能达成多个原产地规则不同的 ＦＴＡ，本文在测算

时使用第一次的签订标准作为赋值参考标准。 在数据匹配后本文发现，“协定—行业”层面（删除非样

本国家后）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介于 ０ ～ １０ 之间，平均值为 ５． ４８３；“国家—行业”层面样本的原产地规

则限制程度介于 ０ ～ ６． ８０１ 之间，平均值为 ０． ０４４，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和主要出口伙伴国并没有达成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

全球生产网络（ＧＰＮｉｊｔ）。 全球生产网络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国家—行业”维度的

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指标作为其度量指标。 本文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度量聚焦于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货

物贸易，而不是服务贸易。 一方面是因为服务贸易数据粗糙，另一方面是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大多针对第

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货物贸易制定关税削减表。 为和“国家—行业”层面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指标匹配，
本文使用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据库“国家—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流量表，结合网络分析方法构建起全球生

产网络中心度指标，反映各国与其他国家生产关联的强弱程度。 为让 ＨＳ 六位产品编码（原产地规则限

·０５·

① 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提供了每个 ＰＴＡ 的所有缔约方信息，本文使用 ＰＴＡ 的名称进行“协定—行业”和“国家—行业”维度的数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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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不同产品的原产地规则赋值标准

原产地规则 具体要求 数据库指标 赋值

产品特定

规则（原产

货物的判定）

单一标准

完全获得标准 完全获得 ｒｏｏ＿ｗｈｏ １ 或 ４

章改变 ｒｏｏ＿ｃｃ ８

税则归类改变
品目改变 ｒｏｏ＿ｃｈ ６

子目改变 ｒｏｏ＿ｃｓ ４

例外规定 ｒｏｏ＿ｃｔｃ＿ｅｘｃ ２

ＲＶＣ≥６０％ １０

５０％≤ＲＶＣ ＜６０％ ８

区域价值成分
４５％≤ＲＶＣ ＜５０％

ｒｏｏ＿ｖｒｃ＿ｐｅｒｃ１
７

４０％≤ＲＶＣ ＜４５％ ６

２０％≤ＲＶＣ ＜４０％ ４

ＲＶＣ ＜２０％ ２

特定加工工序 特定工序 ｒｏｏ＿ｔｒ ６

组合标准
选择性标准 或 ｒｏｏ＿ａｌｔ Ｍｉｎ（·）

复合标准 且 ｒｏｏ＿ｖｒｃ＿ａｌｔ Ｍａｘ（·） × ２

一般性规则 累积规则 ＲＶＣ 可以累积 ｒｏｏ＿ｃｕｍ －２

注：①本文根据等效性标准，将出现频率较高的“品目改变”“区域价值成分（ＲＶＣ） ＝４０％”“特定工序”三项均赋值为 ６。 ②区域价值成

分一般有多种计算方法和多重标准，不同 ＦＴＡ 的区域价值含量标准也会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如向上累计法（ｂｕｉｌｄ⁃ｕｐ）和向下累计法

（ｂｕｉｌｄ⁃ｄｏｗｎ）。 为便于研究和比较，本文采用统一的交易价值 ｂｕｉｌｄ⁃ｕｐ 方法。 其实，不同的计算方法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管理成本，增加

了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 ③通常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很少对农产品限制，而完全获得标准涵盖大部分农产品。 基于此，参照成新轩和

郭志尧（２０１９）的做法，本文对于 ＨＳ 协调制度中前 ３ 章关于农产品涉及的完全获得标准赋值 １，其他赋值为 ４。 ④在组合标准中，若存在

选择性标准，则选择两个指数中较小的一个。 当存在复合标准时，根据 ＩＴＣ 提供的评价方法，并不是对两种标准直接相加，因为其是在满

足其中一个标准的情况下也满足了另外一个标准中的部分要求。 所以，本文参照杨凯和韩剑（２０２１）的做法，将指数较高者乘以 ２ ，得到

复合标准的限制指数。 ⑤例外规定增加了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累积规则降低了限制程度，因此本文在赋值时分别 ＋２ 和 －２。

制程度的基础数据维度）和 Ｅｏｒａ ２６ 数据的 ２６ 个行业匹配，本文最初计划使用产品编码和行业的精准匹

配，因为 ＫＧＭ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维护着一个广泛的索引矩阵库，可以在国家分类、Ｅｏｒａ２６、ＨＳ、ＣＰＣ 和许多其

他分类方案之间进行转换。 不过遗憾的是，除非在研究合作或有偿工作的范围内，否则通常不能获取该

库。 此外，使用 ＳＩＴＣ 作为中介从 ＨＳ 到 Ｅｏｒａ 的行业编码转化路径也不易行。 因此，本文退而求其次，参
照杨凯和韩剑（２０２０）关于 ＨＳ 编码与行业范围的对应关系，建立表 ３ 的行业对应关系。 为与全球生产

网络进行行业匹配，本文最后保留了 Ｅｏｒａ 数据库 ２６ 个行业的 ９ 个制造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据库的 １９０ 个国家或地区并不是全部采用 Ｅｏｒａ２６ 的行业分类标准，只有 １２０ 个国家使

用该行业分类标准，其余 ７０ 个国家需要手动调整。 而且，这 ７０ 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阿根廷等 ５７ 个

行业分类为“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和中国、德国、日本等 １３ 个行业分类为“商品（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的主要经济

体 。 在 删 除 瑞 士 等 国 家 或 地 区 后 ， 本 文 样 本 最 终 匹 配 了 １ ７ ６ 个 经 济 体 。 在 行 业 匹 配

完成后，根据经济体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本文计算了各国的相对点度中心度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度量

指标。 指标计算过程如下：首先，本文测算了本国特定行业对特定伙伴国的中间品出口占伙伴国该行业

总进口的比重，如果该比重超过“门槛值”（本文设定为 １％），①则将其定义为链接存在，哑变量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其次，将本国所有存在的链接数量加总得到绝对点度中心度指标。 最后，将绝对点度中心

·１５·

① 在测算点度中心度时，“门槛值”通常会选取为 ０％ 、１％ 、２％三个（Ｋａｌｉ 和 Ｒｅｙｅｓ，２０１０）。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 １％作为门槛值，在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 ２％作为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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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以最大可能数量（１７５）得到最终的相对点度中心度指标。 本文测算发现，绝对点度中心度指标介

于 ０ ～ １７５ 之间，平均值为 １８． １５５，即一国的特定行业大约是其他 １８ 个国家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相对点

度中心度指标介于 ０ ～ １ 之间，平均值为 ０． １０４。

表 ３　 Ｅｏｒａ ２６ 和 ＨＳ 海关 ２ 位编码的行业对应关系

行业 Ｒｏｒａ２６ 的行业英文名称 ＨＳ 海关 ２ 位编码 行业编码

农业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Ｓ１ ～ １５ １

食品饮料 Ｆｏｏｄ ＆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ＨＳ１６ ～ ２４ ３

矿产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ｒｙｉｎｇ ＨＳ２５ ～ ２７ ２

化学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Ｓ２８ ～ ３８ ６

木制品 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ＨＳ４４ ～ ４９ ５

纺织品 Ｔｅｘｔ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ｒ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ＨＳ５０ ～ ６３ ４

金属制品 Ｍｅ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Ｓ７１，ＨＳ７２ ～ ８３ ７

机电设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ＨＳ８４ ～ ８５ ８

运输设备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ＨＳ８６ ～ ８９ ９

其他制造业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ＨＳ９０ ～ ９８，ＨＳ３９ ～ ４０，ＨＳ４１ ～ ４３，ＨＳ６４ ～ ６７，ＨＳ６８ ～ ７０＆７１ １０

注：“金属制品”包含的 ＨＳ７１ 部分贵金属是指 ＨＳ 海关 ２ 位编码在 ７１０６ 以后的金银等贵金属；除此之外，ＨＳ７１０６ 之前的其他部分属于

“其他制造业”。 “农业”包括“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和“Ｆｉｓｈｉｎｇ”行业。

　 　 （２）控制变量

考虑到数据可获性，本文加入“国家—年份”维度的变量来控制国家特征，具体如下：
１）物质资本投入（ｌｎｃａｐｉｔ）。 物质资本投入越多，越有助于特定国家和行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和地位

提升，因此本文引入物质资本投入作为控制变量。 指标度量选取为各国不同年份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２）劳动力投入（ｌｎｌａｂｉｔ）。 劳动力投入是生产活动的主要投入要素，因此本文引入劳动力供应作为

控制变量。 指标选取为劳动力总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３）技术进步率（ ｒｔｆｐｉｔ）。 技术进步作用于生产要素并影响产出效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因

此本文引入技术进步率作为控制变量。 指标度量为各国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源于格罗宁根增长与发

展研究中心。
４）海运能力（ｌｎａｓｔｉｔ）。 从地理和基础设施层面看，“冰山成本”是影响跨国生产活动的重要变量。

海运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港口和码头建设影响着运输成本，因此本文引入海运能力作为控制变量。
指标度量为各国货柜码头吞吐量 （ＴＥＵ：２０ 英尺当量单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当各国货柜码头吞

吐量存在一定量的缺失值时，本文用该国均值填补以减轻样本缺失问题。
２．研究设计

本文样本的数据维度是“国家—行业—年份”三维层面，在因果识别时使用“行业—年份”交互固定

效应控制行业特征和时间趋势，引入“国家—年份”维度的控制变量控制国家特征。 为计量检验 ＦＴＡ 原

产地规则与全球生产网络是否存在“倒 Ｕ 型”关系，本文参照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９）以及方慧和霍启欣

（２０２３）的研究，引入平方项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ＧＰＮｉｊｔ ＝α０ ＋α１ＲＯＯｉｊｔ ＋α２ＲＯＯ２

ｉｊｔ ＋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ｖｊｔ ＋εｉｊｔ （１）
其中，ｉ、ｊ、ｔ 分别表示国家、行业、年份。 ＲＯＯｉｊｔ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国家—行业”在特定年份

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ＧＰＮｉｊｔ是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国家—行业”在特定年份的全球生

产网络中心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是本文控制变量，为降低异方差，除虚拟变量、比值变量与零值变量外，所有控

制变量均取对数。 ｖｊｔ是“行业—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ｊｔ是随机干扰项。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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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原产地规则限制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７∗∗∗

程度（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度的平方项（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物质资本 ０． ０７４∗∗∗ ０． ０７２∗∗∗

投入（ｌｎｃａｐｉ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劳动力投入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ｌｎｌａｂｉ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技术进步率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０∗∗∗

（ ｒｔｆｐｉ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海运能力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９∗∗∗

（ｌｎａｓｔｉ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１∗∗∗ －１． ７４６∗∗∗ －１． ８１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０）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４９２８０ ４９２８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Ｒ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７ ０． ５１３ ０． ５２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５％
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３．主要计量结果

（１）基准回归

本文基于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７ 年的面板数据，进
行基准回归的计量检验。 其中，表 ４ 第（１）列
仅检验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

中心度的关系，列（２）引入原产地规则限制程

度的平方项检验两者间的“倒 Ｕ 型”关系是否

存在，列（３）加入“国家—年份”维度的控制变

量以控制国家特征和时间趋势，列（４）加入

“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特

征。 研究发现，所有回归中原产地规则限制程

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平

方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达成原产地规则

有助于提升特定国家和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

的中心地位。 而且，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与全

球生产网络地位呈现出“倒 Ｕ 型”关系，这表

明只有适度的原产地规则标准有才助于提高

国家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 根据

列（４）的基准结果，本文测算得到“国家—行

业”维度的一元二次函数拐点在原产地规则

限制程度的水平是 ２． ２５４。 本文数据显示，各国样本期的平均值是 ０． ０４４，中国在 ２０１７ 年的平均值是

０． ４９６（２０１７ 年前，中国并没有与很多主要出口伙伴达成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 从“协定—行业”维度来

看，中国 ２０２０ 年大约与 １ ／ ３ 出口体量的外贸伙伴签订了自贸协定，虽然欧盟和澳大利亚该比例超过了

１ ／ ２，但是世界其他各经济体远远低于中国的水平。 因此，本文推算“协定—行业”维度一元二次函数拐

点在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水平处于 ７ ～ ９ 之间，而目前中国推行的 ＲＶＣ ４０％是 ６。 因此，中国除了继

续增加国际经贸规则嵌入度，与主要出口伙伴国签订 ＦＴＡ 外，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原产地规则标准。 如

将 ＲＶＣ 提高到 ４５％，并引入品目改变和特定工序等规制内容，尝试施行混合标准等，以有效提升中国各

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 进一步考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各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

入、技术进步率、海运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以上因素有助于提升特定国家和行业的全球生产网络

地位，结果符合预期。
（２）内生性讨论

跨国生产关联强度是各国政府间签订 ＦＴＡ 的重要经济动力，为解决反向因果问题引致的内生性偏

误，本文使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克服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ＧＡＴＴ 签

署的《原产地规则协议》作为政策冲击事件。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签署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时，多边贸

易体制将《原产地规则协议》正式列入最后文件的附件，并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ＷＴＯ 成立后发挥经济效

能。 本文将“加入 ＷＴＯ”冲击带来的多边原产地规则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原产地规则及其平方项的影

响。 考虑到“加入 ＷＴＯ”是一个哑变量，取平方后与原变量存在高度的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使用“加入

ＷＴＯ”冲击与“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交乘项作为平方项的代理变量，检验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

程度对多边原产地规则的调节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ＧＰＮｉｊｔ ＝β０ ＋β１ＤＩＤｉｔ ＋β２ＤＩＤｉｔ ×ＲＯＯｉｊｔ ＋β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ｖｊｔ ＋εｉｊｔ （２）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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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准自然实验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加入 ＷＴＯ”冲击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６ ０． １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加入 ＷＴＯ”冲击 ×ＦＴＡ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４∗∗∗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１７９２０ １７９２０ １７３６０ １７３６０

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５１８ ０． ５４７

　 　 表 ６　 稳健性检验：更换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

度量指标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０． ０１２∗∗∗ ３．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４∗∗∗

（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００２） （０． ４６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０． ００３∗∗∗ －０． ６７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的平方项（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６１５０ ２９６４０

Ｒ２ ０． ４３４ ０． ５２５ ０． ５３８ ０． ５０２

　 　 其中，ＤＩＤｉｔ表示因国家而异的处理期虚

拟变量，若国家 ｉ 在 ｔ 期“加入 ＷＴＯ”（即达成

了多边原产地规则），则代表进入处理期，此
后时期均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ＤＩＤｉｔ实质上为处

理组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ｉ与处理期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ｔ的
交乘项。 ＲＯＯｉｊｔ、ＧＰＮｉｊ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ｖｊｔ、εｉｊｔ的含义

和基准回归计量模型的变量含义保持一致。
表 ５ 报告了准自然实验法的回归结果，研究发

现“加入 ＷＴＯ”冲击的系数显著为正，和基准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多边原产地规则的达

成是各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提升的原

因。 “加入 ＷＴＯ”冲击与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

制程度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 ＦＴＡ 原产地

规则限制程度对多边原产地规则有负向调节

效应，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低的国家在达

成多边原产地规则后其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

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这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

保持一致。
（３）稳健性检验

本文更换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度量指

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 首先，

本文考虑到门槛值设置为 １％时可能会高估一些不太重要的生产联系，因此将门槛值提高到 ２％后重新

计算了各国的网络中心度指标，进行了第（１）列回归。 其次，将各国各行业的相对点度中心度指标替换

为绝对点度中心度，进行了第（２）列回归。 再次，本文更换数据来源，使用 ＷＩＯＤ 数据库测算了门槛值

为 １％时各国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运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的样本进行了第（３）列回归。 最后，本文将间

接联系纳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的计算，测算得到各国的 Ｋａｔｚ⁃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中心度，①进行了第（４）列回

归。 回归结果表明，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计量结

论保持稳健。
　 　 （４）安慰剂检验

本文在因果识别时可能还面临其他几个方面的挑战，为此本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安慰剂检验。 首

先，一国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比较低的原因，除了原产地规则标准低外，还可能是因为与其他国家

签订的 ＦＴＡ 数量较少。 如果仅是 ＦＴＡ 数量造成的影响，那么加入该变量后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将不再

显著。 为此，本文加入了 ＦＴＡ 数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表 ７ 列（１）的回归。 其次，大国在全球生产网

络的地位高，可能是由于其在规则制定时的国际话语权，而不是 ＦＴＡ 数量或者原产地规则标准。 如果

仅是大国国际话语权造成的影响，那么加入该变量后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将不再显著。 鉴于很难找到

国际话语权直接的测度指标，本文先后选取国际国家风险指南（ＩＣＲＧ）中全球各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指

·４５·

① 本文以基准回归的样本数据（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据库“国家—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流量表）为基础生成的 １７６ 个国家间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指标

测算。 在上述数据基础上，本文首先计算得到国家间的技术系数矩阵。 接着，通过里昂惕夫逆矩阵测算得到各国的 Ｋａｔｚ⁃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中心度。 Ｋａｔｚ⁃Ｂｏｎａｃｉｃｈ 中

心度的计算公式为：ｘ ＝ （１ － α） ／ ｎ × （ Ｉ － αＡ） － １Ｉ，其中 Ａ 是技术系数矩阵，α 是中间品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由于我们只使用中间品流量表进行指标测算，
本文将其假定为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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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作为代理变量，间接测度各国的国际规则话语权状况。 为此，本文在列（１）基础上分别又加入了各国

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指标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列（２） ～ （３）的回归。 研究发现，在引入 ＦＴＡ 数量和

国际规则话语权作为控制变量后，基准回归的发现仍然成立，表明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是全球生产网络

中心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７　 安慰剂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的平方项（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ＦＴＡ 数量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国际规则话语权 ０． ００６∗∗∗

（经由政治风险度量） （０． ０００）

国际规则话语权 ０． ００５∗∗∗

（经由经济风险度量）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０ ２４７６０ ２４７６０

Ｒ２ ０． ５２５ ０． ５６９ ０． ５４５

　 　 表 ８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机制变量
（１）域内中

间品使用

（２）域内

外资流入

（３）技术

引进

（４）合规

成本

原产地规则限制 ０． ２８６∗∗∗ ０． ５３６∗∗∗ ０． ２２３∗∗∗ １． １５４∗∗∗

程度（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７）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 －０． ００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８８∗∗∗

度的平方项（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０ ２７６００ １４８８０ １４４２０

Ｒ２ ０． ７５１ ０． ７０１ ０． ６０１ ０． ２７３

注：考虑到部分国家非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边境合规性出口时间缺失

值较多，本文使用样本期该国相应指标的均值填补缺失值。

（５）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影响

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理论机制。 本文参

考 ＬＩＵ 和 ＭＡＯ（２０１９）的研究思路，通过观测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具体

公式如下：
Ｍ ＝γ０ ＋γ１ＲＯＯｉｊｔ ＋γ２ＲＯＯ２

ｉｊｔ ＋γ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ｖｊｔ ＋εｉｊｔ （３）

其中，Ｍ 为机制变量，分别代表域内中间

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进以及合规成

本指标，其他变量及其含义与上文相同。
首先是域内中间品使用的机制检验。 考

虑到 ＦＴＡ 对域内中间品使用与本文“国家—
行业”的数据维度不同，本文选取各国各行业

的中间品使用额（对国内的投入 ＋对国外的

出口，并进行取对数处理）作为域内中间品使

用的测度指标，数据来源是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数

据库的中间品流量表。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会增

加各国对成员国的中间品使用，因而各国各行

业的中间品使用数据可以作为域内中间品使

用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８ 列（１）所示。
其次是域内外资流入的机制检验。 ＦＴＡ 原产

地规则会增加各国的外资流入，本文使用各国

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作为域内外资流入的

测度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回归

结果如列（２）所示。 再次是技术引进的机制

检验。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会增加各国对国外的

技术引进，进而促进各国的专利申请。 因而，
非居民的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各国技术引进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回归结果如列（３）
所示。 最后是合规成本的机制检验。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合规成本的测度较为复杂，难以找到直接的度量

指标。 本文退而求其次，运用《２０２０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使用 ＤＢ１６ ～ ２０ 方法计算的“边境合

规性出口时间（小时）”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度量。 边境合规性出口时间越长，说明各国跨境生产活动所

耗费的合规成本越高。 回归结果如列（４）所示。
研究发现，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对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进以及合规成本的系数均显

著为正，平方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会通过上述四条机制影响各国各行业在全球

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 而且，由于合规成本与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进的影响方向相

反。 加之，域内中间品使用的拐点（１５． ２７０）最大，合规成本（６． ５７４）次之，域内外资流入（３． ４１８）和技术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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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１． ６５９）相对较小。 因而，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度呈现出“倒 Ｕ 型”关系。

五、 扩展分析

１．基于原产地规则细分条款的异质性分析

１９７４ 年生效的《京都公约》试图建立统一的原产地规则，但最终结果只是给出了原产地规则中测度

实质性改变的三条标准。 不过，原产地规则还是在美国和欧盟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得到了

推广和整合，出现了以美国主导的“北美模式”和欧盟主导的“泛欧模式”两大模板。 其中，“北美模式”
（如 ＮＡＦＴＡ 或 ＵＳＭＣＡ）大多采用税则归类标准而不是区域价值成分要求作为实质改变的判断标准，而
且有较高水平的区域内产业保护规定，并对纺织服装和汽车两个行业有特殊规定；“泛欧模式”（如欧盟

与地中海和北欧地区国家签署的 ＦＴＡ）的最大特点是在优惠原产地的制度设计方面广泛施用累积原则，
在主要采纳税则归类改变标准的情况下对原产地规则进行了统一和简化。 为探究完全获得标准、税则

归类改变、区域价值成分、特定加工工序以及累积原则等细分条款的影响异质性，本文进行了表 ９ 的计

量检验，并利用税则归类改变和累积原则分析“北美模式”和 “泛欧模式”的影响。 首先，累积规则十分

有效地促进了各国各行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提升，崔凡（２０２１）指出 ＲＣＥＰ 原产地累积规则将对今后

亚洲价值链的整合和优化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品目改变和特定工序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正向

影响也十分显著。 再次，完全获得、区域含量、章改变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子目改变

的系数甚至为负，说明过低（完全获得、子目改变）或过高（章改变）标准的原产地规则都无助于全球生

产网络的地位提升。 该结论具有一定政策内涵，中国在原产地规则制定时可以重视累积规则、品目改变

以及特定工序对跨国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

表 ９　 基于细分条款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完全获得 （２）区域含量 （３）特定工序 （４）章改变 （５）品目改变 （６）子目改变 （７）累积规则

原产地规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２９６４０

Ｒ２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０． ５２４

注：“原产地规则”选取的测度指标是“当年是否达成该细分条款”。

　 　 ２．基于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美欧签订的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更多地服务于本国比较优势产业与战略性产业，通过对产品的本地要

求促进本地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如 ＮＡＦＴＡ 和 ＵＳＭＣＡ 强化了对纺织和汽车产业的保护。 从中国对外缔

结的 ＦＴＡ 来看，中国在原产地规则制定方面要求较为宽松，产业保护性并不强。 为探究 ＦＴＡ 原产地规

则对不同行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差异性，本文分样本进行了行业异质性检验。 研究发现：其一，原产

地规则标准对农业、矿产品、食品饮料、木制品、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 ６ 个行业的影响呈现出与基准回

归一致的“倒 Ｕ 型”关系，说明适度提升原产地规则将有助于提升上述行业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
不过，这 ６ 个行业的拐点存在差异，最大的是木制品（４． ９５０），其次是运输设备（３． ３３２）、其他制造业

（２． ５５８）、食品饮料（２． ４８８），再次是农业（１． ９６３）和矿产品（１． ４６４）。 这表明木制品、运输设备以及食品

饮料等行业的原产地规则对低规制水平的国家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其二，原产地规则标准对纺织

品和机电设备两个行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也呈现出与基准回归一致的“倒 Ｕ 型”关系，只是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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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项系数不显著。 其三，原产地规则标准对金属制品和化学品两个行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

响与基准回归发现的“倒 Ｕ 型”关系并不相同。 原产地规则标准对金属制品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化

学品行业的影响呈现出与基准回归相反的“Ｕ 型”关系，且拐点在高水平的 ６． ５１６。 这说明过高标准的

原产地规则将不利于化学品行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在制定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时，可以重视其对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适度提升农业、矿产品、食品饮

料、木制品、运输设备等行业的规制标准。

表 １０　 基于不同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行业 １ （２）行业 ２ （３）行业 ３ （４）行业 ４ （５）行业 ５
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Ｒ２ ０． ６１８ ０． ５３４ ０． ５６８ ０． ５４６ ０． ５３２

变量 （６）行业 ６ （７）行业 ７ （８）行业 ８ （９）行业 ９ （１０）行业 １０
ＲＯＯｉｊ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ＲＯＯ２
ｉｊ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２９６４

Ｒ２ ０． ５１８ ０． ５２５ ０． ４６６ ０． ５５０ ０． ５３８

注：“行业 １”到“行业 １０”分别表示农业、矿产品、食品饮料、纺织品、木制品、化学品、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

六、 结论与启示

在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的制定和应用过程中，国家和企业通常面临不同的策略选择。 由于各国的经济

基础不同，成员国博弈使得不同 ＦＴＡ 及其原产地规则具有异质性，制定何种限制程度的原产地规则和

企业是否会适用原产地规则成为国家规则制定的重要考量。 基于世界银行 ＰＴＡ 数据库和 ＵＮＣＴＡＤ⁃
Ｅｏｒａ 数据库，本文检验了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对各国各行业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得到

如下结论：第一，达成原产地规则有助于提升特定国家和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地位。 不过，随着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提高，国家行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心位置有所下滑。 整体而言，原产地规

则限制程度与全球生产网络地位呈现出“倒 Ｕ 型”关系。 域内中间品使用、域内外资流入、技术引进以

及合规成本间的相对大小和权衡取舍是“倒 Ｕ 型”关系存在的背后机理。 第二，就不同细分条款而言，
累积规则、品目改变以及特定工序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完全获得、区域含量、
章改变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子目改变的系数甚至为负。 第三，就不同行业而言，原
产地规则标准对农业、矿产品、食品饮料、木制品、运输设备、其他制造业 ６ 个行业的影响呈现出与基准

回归相一致的“倒 Ｕ 型”关系，表明木制品、运输设备以及食品饮料等行业的原产地规则有进一步的提

升空间。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政策建议如下：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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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继续努力与主要出口伙伴国缔结自贸协定，适度提升原产地规则的制定标准。 当前，我们的

ＦＴＡ 伙伴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仍需要与发达国家等主要贸易伙伴国谈判和签署 ＦＴＡ，尝试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并利用优惠

关税降低国外产品的获取成本。 目前中国在对外签订 ＦＴＡ 时，原产地规则的标准大致保持在 ４０％的区

域价值成分左右。 本文发现 ＦＴＡ 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拐点要大于现有水平，这表明中

国可以适度提升原产地规则的制定标准，比如引入特定工序、品目改变、行业特殊规定等规制内容，充分

发挥原产地规则对全球生产网络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
其次，降低合规成本，提高企业的 ＦＴＡ 利用率。 一方面，中国可以降低原产地规则的合规成本，中

国目前的原产地规则较为规范和简单，如微量原则的标准多设定为 １０％，增值计算方法大多采用较为

简单的扣减法，文件保存要求一般为 ３ 年，这些规定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 但是，相较于发达经

济体缔结的原产地规则，中国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如可以降低原产地证书免除的金额上限，原产地

证明的签发也可以是“企业自主认证”而不仅仅是“授权机构签发”，进而降低原产地证书的获取成本。
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地实行区域累积规则，将协定中的若干个或所有受惠国

（地区）视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提高优惠税率的利用率，利用原产地累积规则整合和优化全球价

值链。
最后，将原产地规则延伸到产业发展。 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性必将长久存在，而生产成本上升和未来

产业布局的调整可能会对国内企业发展和技术升级造成不利影响，如美国就利用《法案》推动本国新能

源行业的发展。 中国虽然在全球价值链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也存在“低端锁定”风险。 将上下游产业链

纳入到原产地规则的制度设计之中，合理利用原产地规则，这对中国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和完善能够发挥

积极有效的作用，可以为中国企业参与产业升级和取得技术进步创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同时，还可以

学习“美式模板”对纺织和汽车行业的特殊规定，对高科技制造业、汽车行业等重点领域或产品适度地

提出“行业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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